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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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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服务贸易是对外开放的主要领域和关键抓手， 浙江省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制度型开放的

前沿阵地和重要窗口， 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提供省域案例和参考标准。 本文在明

确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的三个维度的基础上， 深刻挖掘服务贸易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推动作

用， 以高质量发展规避服务贸易加深收入分配不均和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 全面发挥服务贸易推进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的增长优化、 创新驱动、 人力资本等三类效应。 目前， 浙江服务贸易发展取得阶段性丰硕成

果， 也面临着诸多赋能困境和现实挑战。 本文基于赋能机制和现实挑战的全面分析， 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赋

能机制的实施路径： 坚持服务业转型升级， 优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

精准定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路径； 继续增强数字化转型赋智赋能， 加快推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强

化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理论研究， 动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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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依托创办经济特区， 实施沿海开放城市战略， 以及建设经济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 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 开放型经济体制推动中华民族真正

“富起来” 和 “强起来”。 但是， 特定阶段采取的、 存在明显地域性差异的开放发展定位， 在加快我

国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 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并且不断加

剧。 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应当如何赋能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深刻挖掘国内国际两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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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两种资源的深厚潜能， 有效破解区域、 城乡间发展不均衡的困境， 切实发挥好对外贸易 “先富带

动后富” 的拉动效应， 形成我国新时期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全新动能呢？
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时代背景下， 服务业开放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向制度型开放、 高水平

对外开放转变的关键抓手和重要突破口，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赋能推进全

社会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和重点领域。 目前， 有三个主要问题亟待研究探讨和深入分析： 一是 “服务

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内涵和核心本质是什么？ 二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

放如何夯实强化 “共同富裕” 物质基础和财富源泉， 赋能 “蛋糕” “做大做强”？ 三是服务贸易和服

务业对外开放的效益成果如何广泛、 合理、 平等惠及全体人民群众， 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双维度领域中

实现 “分好蛋糕” 的目标？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出台，

要求推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打造富有省域特色和示范作用的实践案例。① 浙江省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更是服务业对外开放领域创新引领、 开拓突破的

领头羊和试验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浙江省商务厅发布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基地创建办法》， 旨在深度

释放服务贸易发展基地推进产业集聚、 提升产业规模、 加快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先导作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商务部印发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 将浙江省杭州市作为全国范围内 ２８ 个

省市 （区域）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之一， 赋予杭州市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 打

造服务贸易发展高地的重大使命。②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 “十四五” 规划》 提出， 以

打造全国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为重要契机，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推动对外贸易

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③ 综上所述， 浙江省具备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以及考察服务贸易高质量

发展赋能意义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保障， 可以为我国如何依托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动共同富

裕社会建设提供省域样本和典范成果。
本文将明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的三个重要维度， 阐述分析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机制和影响逻辑， 归纳总结浙江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主要特征和现实挑

战。 在深刻研究浙江省实践样本和现实案例的基础上， 从 “做大做强蛋糕” 和 “分好蛋糕” 两个方

面。 深入探讨强化服务贸易对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正向赋能效应的实施路径。

一、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 单纯追求数量和规模的对外贸易发展观念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人民

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 实施传统的对外开放模式也无法适应我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
作为对外开放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是否能够发挥对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

促进效应，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服务贸易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发展来强化这种促进效应， 这

是我国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议题和研究前沿。 目前， 针对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对我国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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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的影响效应， 以往研究文献中主要包括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加速扩大地区、 城乡和行

业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戴枫和孙文远 （２０１２） 认为， 服务业开放的工资提升效应存在技能异质性， 可

能导致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扩大， 尤其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摆脱国内收入分配

不平等的困境。 马颖和余官胜 （２０１０）、 邵建春 （２０１２） 等学者则指出， 经济发展水平、 政策环境、
自然禀赋分配等方面差异， 会形成区域间、 行业间服务业对外开放和贸易发达程度的先天性失衡， 进

一步演化为地区间贸易壁垒强化、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包容性发展的现实挑战。
第二类观点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提升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双维度的 “共同富裕” 水平。 姚战

琪 （２０２２） 指出， 服务贸易促进国内企业创新效率的快速提升， 推动中高端消费品进口扩张， 有利于

丰富国内消费者需求清单， 实现人均消费支出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有效提升。 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

赋能 “共同富裕” 建设的促进效应， 还体现在产业升级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上。 夏杰长和李銮淏

（２０２２） 提出， 要发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的产业升级效应， 不仅推进服务业的创新变革和转型升

级， 而且促进服务业同第一、 二产业的深度融合， 实现三次产业的柔性化和个性化生产， 实现国内供

给侧效率的优化提高， 有效满足国内居民日益多元化、 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徐紫嫣和夏杰长 （２０２２）
认为， 服务业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 有效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商业模

式， 创造相对省时、 省力的学习模仿机会， 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优化相关产业间的要素配

置， 有利于推动国民收入水平的全面提升。
目前， 大部分文献聚焦在传统的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模式对共同富裕建设的机制探讨及实证分

析， 如何有效发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 同时通过服务业开放和服务

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有效缓解和阻断其加深国内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研究领

域中亟待深入探索的重大议题。

（一）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 “高质量发展” 是当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和关注重点， 学

术界对其界定和认识已经形成部分基本共识： 一是 “创新” “改革” “开放” 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 “三轮” 驱动力。 “科技” “制度” “模式和业态” 领域优化升级、 变革转型的 “创新轮”， 高水平

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发展建设的 “改革轮”， 推进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制度型对外开放局面

的 “开放轮”， 形成融合协调、 共同发力、 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驱动引擎。 二是高水平的 “发展任

务” 和 “目标导向” 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 “系统性” “全面性” “可持续性” “民生指

向性”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 国民经济领域的 “总量提高” “效益提升” “结构优化” “安全

高效” “发展可持续性” “成果共享” 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和重要目标。 三是 “科学理论” 和

“顶层设计” 的高质量协同优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合力。 深刻认识和解决回应 “中国问

题”， 需要 “中国学术” 引领的 “中国道路” 来实现。 科学理论的现实应用则必须同顶层制度设计匹

配运行、 动态优化。 坚持立足大局、 抓住根本， 以理论创新和研究应用辅助顶层制度的合理规划， 以

政策法规的精准实施和动态优化验证发展分析框架及理论内容， 两者的共振协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合力。
以此类推，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包括： 一是深层释放和充分发挥 “创新” “改革”

“开放” 三轮驱动力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是明确规划服务贸易领域 “贸易规模稳

步提高” “贸易效益持续提升” “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对外开放兼顾国家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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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合作和经贸成果全球共享” 等高水平的发展任务和核心目标； 三是形成服务经济领域的中国理论体

系， 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的科学理论研究的深度、 广度及精度， 助力服务贸易领域相关政

策的精准制定和贯彻落实， 形成新发展阶段我国智库支撑和顶层制度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深刻

合力。

（二）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 影响逻辑和作用机制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释放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赋能效应， 其影响效应的底层逻辑就是 “尽
其所长， 强其所短”。 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挖掘放大服务贸易促进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

和加速效应； 二是通过深化推进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阻断服务贸易扩大地区或城乡之间的收入差

距的影响路径， 确保服务业开放合作的丰硕成果能够由广大人民群众更平等、 合理和广泛地享有。
１． 尽其所长： 强化服务贸易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强化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积极效应。 一是放

大服务贸易的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效应。 通过推动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
释放服务业活力， 扩大服务业开放， 可以加速服务业和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

力， 提高 “中国服务” 在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

更多的财富， 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二是增强服务贸易打破区域贸易和引资壁垒的作用。 服务贸

易的高质量发展必然会强化破除贸易和外资壁垒的重要效应， 服务贸易发展需要深化服务贸易改革开

放， 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 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 打造高水平改革开放平台。 这有利于降低

服务贸易的政策和制度性壁垒， 增加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促进国际规则的协调和一致， 从

而创造服务业领域开放包容、 互利互惠、 平等安全的国际合作环境， 促进区域间和全球范围内要素的

合理、 高效流动及配置， 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 三是保持服务贸易激发市场活力、
满足和释放消费需求的强大功能。 服务产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旅游、 电信、 教育、 医

疗等服务更是在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通过服务贸易的高质

量发展， 推动服务产品更大规模、 更高品质、 更优定位、 更多元化的市场供给， 更充分地满足广大居

民日益丰富和发展的服务消费意愿， 进一步释放其服务消费潜能，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动力。
２． 强其所短： 阻断服务贸易加剧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

通过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 有效规避及阻断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扩大居民收入差距， 加速地区

发展不平衡， 以及形成共同富裕成果分享鸿沟等负面影响效应， 更充分地赋能共同富裕的建设实践。
一是弱化服务贸易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负面效应。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旨在突破原有的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 的开放制度模式、 市场准入限制和隐性壁垒， 强调服务贸易目标上的系统性、 全面性、
可持续性和民生指向性， 循序渐进、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地发展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的服务贸易， 改

变国内各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不均衡局面， 打造适宜本地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建设的服

务业开放与贸易环境。 二是调整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 行业结构和服务业开放结构。 长期以来， 我国

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两极化特征仍然显著，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规模虽然呈现快速提升趋势， 但较

发达国家仍存在质和量上的巨大差距。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依托创新、 改革、 开放的高质量 “三
轮” 驱动力， 将在保持劳动力和资本密集的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基础上， 优化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以

及行业结构， 继续强化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 传统领域服务贸易优势稳固”① 行业结构持

·０８１·

①此处指的是运输、 工程建筑等传统优势服务贸易保持稳步增长， 金融、 文化娱乐、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其

他商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快速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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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优化的基本态势， 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市场份额以及服务贸易出口综合竞争力， 助力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 根据上述机理的底层逻辑阐述，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建设

的赋能机制可归纳为如下三类效应：
第一， 增长优化效应， 其表现为服务贸易提升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 形成有利于经济高

质量和高速度增长的产业生态圈， 赋能高效率和高质量经济增长。 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是 “富裕”，
经济高质量和高速度增长是实现更广阔、 更深刻 “富裕” 的现实基础。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增长优化效应具体表现为： 一是通过服务业高质量开放和先进技术引入， 加快服务

业及上下游产业向 “低碳” “绿色” “高效” 转型， 实现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圈的优化升级， 形成经

济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发展的生产原动力； 二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满足和激发的居民消费意

愿及市场需求， 在发展与实现好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和不断提升的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同时， 也为建设共

同富裕社会注入增强市场活力和优化生产供给的需求动能， 筑造需求和供给双端平衡互配、 协调互促

的循环链条。

图 １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影响逻辑和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综合相关资料经分析整理而得。

第二， 创新驱动效应， 其体现为以云计算、 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 虚拟现实等为

代表的数字技术， 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普及运用和广泛渗透， 形成跨境电子商务、 云展会、 数字服务贸

易等外贸新形态、 新业态和新模式。 “高质量发展” 所突出的 “创新” 驱动力， 与新时期中国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 包括要素禀赋中的创新导向、 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 以及消费贡献在增

长动力中的日益重要性等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定位相互协调、 紧密关联。 一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服务业和数字技术融合的创新途径， 有效打破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创造新的增长契机和居民收

入增长的新突破口， 从根源上打破资源分布不平衡， 限制实现共同富裕的困境。 二是数字化转型下的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推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服务业开放， 加速服务贸易供需双侧的

相互匹配和转型升级， 通过降低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来扩大贸易效益空间， 催生出更多服务业领域全

新业态、 产品和模式。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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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人力资本效应， 其展现为通过激发更深层次的服务消费需求， 加快全社会不同类型服务行

业的延伸扩张，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服务业对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促进效应， 推动人民

群众物质和精神层面共同富裕水平的切实提高。 一是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是拓展社会就业空间、 增

加全新就业岗位的高效渠道。 消费者服务需求的高端化、 高品质和多样化， 以及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

趋势， 加快形成新兴就业形式和岗位， 推动人才高效流动、 闲置劳动力广泛吸纳和有效匹配， 实现全

社会劳动者预期收入的有效保障和稳步提升， 打造 “共同富裕” 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 二是服务贸易

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服务产品供给的优化升级， 实现对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满意度的切实提升。 一方面，
加快扩大教育、 医疗等领域优质服务的供给规模和辐射范围， 从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角度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幸福感， 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水平。 另一方面， 依托我国博大精深、
内涵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 巩固和加强文化、 旅游等领域高品质服务供给质

量， 使得人民群众能够放松身心、 锻炼品格、 开阔眼界和拓展思维， 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方面共

同提高劳动者个人价值与生产效率， 丰富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与品质素养， 塑造我国共同富裕

社会建设的人力资本蓄水池和培育仓。

二、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和主要特征

近年来， 浙江省的服务贸易发展亮点纷呈、 成绩斐然。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 ２０２１ 年， 浙江省服

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突破 ５４９０ 亿元， 占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的 ８. ４％ ， 规模居全国第四位， 较 ２０１２ 年

提升 ２. 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期间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 １０. ９％ ， 服务外包、 数字贸易、 服务

贸易示范区建设等均居全国领先地位。

（一） 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随着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离岸服务外包综合园区、 在岸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等产业聚集区域全面建设，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 全省服务贸易规模从接近 ３６６３ 亿元增至 ５４９０ 亿元， 年均

增长约 １０. ７％ ， 总体规模增长速度和幅度相对较大。 其中， 服务贸易进口额从 １２３４ 亿元增至接近

２４６９ 亿元， 出口额从 ２４２８ 亿元增至 ３０２１ 多亿元， 进口和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突破 １８. ９％
和 ５. ６％ 。①。

２０２１ 年， 浙江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较 ２０２０ 年增长约 ２８. １％ 。 其中， 进口和出口规模同比增长

分别为 ２５. ３％和 ３１. ８％ 。 与此同时， 服务外包作为浙江服务贸易的重要途径和优势领域， 以杭州、 宁

波两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重点， 探索发展物联网服务外包、 金融服务外包、 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

务外包等高端业态， 为浙江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注入强大动力。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 浙江服务外包离岸

执行额从 ５５６. ０８ 亿元上升到 １１０９. ６５ 亿元， 增幅接近 １ 倍。 其中， 信息技术外包 （ ＩＴＯ）、 业务流程

外包 （ＢＰＯ） 和知识流程外包 （ＫＰＯ） 合同接包执行金额分别从 ３２８. ４５ 亿元、 ５０. ６８ 亿元和 １７６. ９５
亿元， 增长到 ３４０. ４８ 亿元、 ２１１. ５１ 亿元和 ５５７. ６６ 亿元， 增幅分别接近 ３. ６％ 、 ３１７. ３％ 和 ２１０. ５％ ，
成为浙江服务贸易高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②

·０８３·

①
②

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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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务贸易长期总体顺差

长期以来，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两极化特征比较显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服务进口额占总贸易

额的比例较出口额超出 ２５ 个百分点以上。 自 ２０２０ 年起， 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微弱收缩态势， 但其

规模仍接近 １００４ 亿美元。
相比之下， 浙江省在近五年内却呈现出由逆差转顺差的主要趋势。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 浙江省服务

贸易总体呈现 “出口大于进口” 的顺差态势。 尽管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分别有 １６７６ 亿元和 １５５９ 亿元的

逆差， 但在 ２０２０ 年后迅速恢复了顺差， 且 ２０２１ 年， 服务出口比进口多了 １０％以上。 顺差额突破 ５５２
亿元， 同比增长 ２. ８％ 。 值得关注的是， 顺差主要集中在运输、 建筑、 维护和维修服务、 加工服务等

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上， 上述四个领域 ２０２１ 年的顺差额分别超过 ２４４. ９ 亿元、 ８８. ２ 亿元、 ３８. ５ 亿元

和 ４０. ７ 亿元。 除此之外， 部分其他服务行业也逐渐呈现顺差态势， 如保险、 金融以及个人文化和娱

乐服务等领域， ２０２１ 年的顺差额分别为 ０. １ 亿元、 ９４. ９ 亿元和 １３８. ５ 亿元。

（三） 服务贸易行业结构持续优化

２０１８ 年以来， 随着浙江省扩大建设文化、 人力资源、 地理信息、 中医药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货

物和服务贸易发展协调基地、 离岸服务外包特色园区等， 浙江省个人文化和娱乐， 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的贸易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的显著态势。 同时，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浙江省运输和加工等传统服务贸易额稳步增长， 分别从 ５６１ 亿元和 ５９. ９ 亿元， 增至

１７１８. ９ 亿元和 ７３. ６ 亿元。①

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数据， ２０２１ 年浙江省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的服务贸易总规模分别达到 １５７. １ 亿元、 １３４. ２ 亿元、 １４３３. ５ 亿元， 较 ２０１８ 年

分别增长了 １. ８ 倍、 １. １ 倍、 １. ８ 倍， 年均增速分别超过了 １１４％ 、 ２９％ 、 ４０％ 。 其中， 个人文化和娱

乐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项目的出口规模分别超过了 １４７ 亿元、 ３１ 亿

元、 ５９４ 亿元， 占上述各项目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９３. ６％ 、 ２３. １％ 、 ４１. ５％ ， 较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４ 亿

元、 ３. ８ 亿元、 ３３３. ５ 亿元增幅超过 １０４. １ 倍、 ７. ２ 倍、 １. ７ 倍， 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３７１％ 、 １０１％ 、
２１％ 。 整体来看， 浙江省服务贸易呈现出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升， 传统领域服务贸易优势强

化稳固” 的结构持续优化特征。

（四） 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动能日益凸显

依托数字自贸区和数字人民币试点探索， 商务数字化改革， 以及分级分类开展数字生活新服务标

杆建设， 浙江服务贸易领域不断加快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 产生的创新驱动势能日益凸显。 互联网、
区块链、 大数据、 人工智能、 ５Ｇ、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同服务贸易全链条各环节的深度结

合， 催生出服务贸易和服务业领域的新业务形态及新发展模式， 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深刻赋能服务贸

易的高质量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形式及主要模式。 在跨境电子商务领

域， 浙江省相继启动了三批共 ６７ 个省级产业集群跨境电商发展试点， 涌现出全国最大的跨境电商平

台———全球速卖通， 以及一批以杭州全麦、 杭州子不语、 浙江执御、 义乌潘朵、 义乌吉茂等为代表的

跨境电商领军企业。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浙江省在主要第三方平台的出口活跃网店超过 １４. ９ 万家， 依托

“跨境电商 ＋原产地制造” 等出海新模式累计培育跨境电商自主品牌 １５００ 多个， 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

·０８４·

①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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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３３０２. ９ 亿元， 约占全国的 １ ／ ６， 较 ２０２０ 年增长约 ３０. ７％ 。① 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 ２０２１ 年浙江

省数字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５２７９. ０ 亿元， 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接近 １９７５. ６ 亿元， 同比增长

约 １２. ５％ ， 其中数字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 １０２５. １ 亿元和 ９５０. ４７ 亿元。②

（五） 服务业的开放合作不断延伸

我国主动参与构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ＣＰＴＰＰ） 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ＤＥＰＡ） 等贸易协定， 积极组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一系列会

展， 充分发挥其促进投资和开放合作功能。
乘着深化对外开放和逐步建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新发展格局的

东风， 浙江省相继出台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 “十四五” 规划》 《高质量建设全省现代服务业创新发

展区的实施意见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浙江省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４）》 等文件， 强调对标最高服务业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体系， 形成更加广阔、 更为便捷、
更大范围、 更多优惠的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合作环境。 同时， 浙江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的

突出优势， 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 ２０２１ 浙江服务贸易云展会等活动，
实现政府、 商会和企业间的 “云论坛” “云参展” “云对接” “云交易” “云签约”， 有效减少传统跨

境贸易成本， 极大降低新冠疫情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严峻冲击。 当前， 浙江省不仅长期保持与中国香

港、 美国、 日本、 新加坡、 澳大利亚、 英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服务业领域合作， 还不断拓展与韩国、
东盟十国等 ＲＣＥＰ 成员国， 以及大洋洲、 非洲国家 （地区） 的服务贸易合作， 巩固、 开拓和深化了浙

江省服务贸易领域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三、 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尽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并且取得较高水平和全方位的进展及突破， 浙江省服务贸易和服务

业开放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与复杂矛盾。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的主要障碍。

（一） 服务贸易省域内发展不均衡， 地区间差异相对显著

浙江省服务贸易主要面临省内发展不均衡， 省内各地区间存在显著差距的困境。 在改革开放以来

推行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 开放模式的长期影响下， 浙江省部分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和开放条件具有地

理、 政策及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 直接导致浙江省内各地区之间的服务业水平和服务贸易发达程度的

不均衡现象， 省内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差距较为显著。 杭州市和宁波市作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长

期处于浙江省服务贸易领域的领头羊地位， ２０２１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分别达到了 ３３１４. ３ 亿和

１４１２. ８ 亿元， 占据浙江省全省服务贸易总规模的 ６０. ４％ 和 ２５. ７％ ， 较 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长约 １７. ８％ 和

６９. ４％ 。 相比之下， 温州市、 嘉兴市、 湖州市、 绍兴市、 金华市、 衢州市、 舟山市、 台州市和丽水市

等 ９ 个市 ２０２１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总计不到 ７６３ 亿元， 仅分别为杭州市和宁波市的 ２３. ０％ 和

·０８５·

①
②

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张浩呈： 《我省数字贸易指数实现跃升》， 浙江工人日报网，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ｇｒｒｂ． ｃｏｍ ／ ｚｊｚｇｏｌ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０ ／ ０３３６２４２８８．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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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０％ ， 各市占全省服务贸易规模的份额均低于 ３％ 。 在服务外包领域， 浙江省各地区间的差距更加

显著。 ２０２１ 年， 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前 １０ 名的区县均隶属于杭州市和宁波市， 前 ３０ 名中隶属于杭州

市和宁波市的区县占了 ２０ 个。

图 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浙江省各市服务贸易总额和所占比重 （单位： 亿元，％）
数据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经作者分析整理而得。

（二）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逆差并未改变， 国际竞争力提升潜力较大

虽然浙江省服务贸易整体呈现长期顺差的基本走向， 但在不同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各有差异：
在运输、 建筑、 加工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保持着顺差态势； 旅行、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服务领域则呈现逆差态势。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旅游服务贸易一直呈现显著逆差， 虽然出现持续收缩的走向， 但截至 ２０２１ 年，
出口和进口间仍有接近 ３８３ 亿元的差距， 旅游服务出口占旅游服务贸易总额比重较旅游服务进口占比

低 １６ 个百分点。 此外，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领域长期处于逆差， 在 ２０２１ 年达到

约 ７０. ３ 亿元的逆差峰值。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 “由顺差转逆差” 的发展态势明显， 从 ２０１７
年约有 １５４. ４ 亿元的贸易顺差规模， 到 ２０２１ 年已经形成约 ２４３. ６ 亿元的逆差规模。 作为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领域最重要的行业， 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反映了浙江省高附加值服

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空间和上升潜力较大。 这同浙江省知识产权使用费， 以及电信、 计算机和

信息服务贸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Ｃ 指数） 反映情况基本一致， 即两者的 ＴＣ 指数长期保持为负， 呈

现出较明显的竞争劣势①且远低于运输、 建筑、 加工服务等传统优势服务行业。 从整体来看， 浙江省

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也存在较大的提高空间。 ２０２１ 年， 浙江省服务贸易的 ＴＣ 指数为 ０. １０， 尽管较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间 ＴＣ 指数的数值略有好转， 但全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微弱的基本状况并未根本扭转。

·０８６·

①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Ｃ 指数） ＝ （出口额 － 进口额）
（出口额 ＋ 进口额）。 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的统计数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贸易

的 ＴＣ 指数分别为 － ０. ８８、 － ０. ８５、 － ０. ６４ 和 － ０. ５２； 同期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的 ＴＣ 指数分别为 ０. ３０、 ０. １９、 － ０. ０９ 和 －
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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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浙江省 １１ 个领域服务贸易差额 （单位： 亿元）
资料来源： 浙江省商务厅， 经作者分析整理所得。

（三） 贸易顶层制度设计尚待完善， 政策扶持深度和精准度不足

２０１５ 年以来， 浙江省陆续出台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基地创建办法》 《浙江省服务贸易发展 “十
四五” 规划》 《２０２２ 年商务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 《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

发展数字贸易的若干意见》 等政策措施和规划方案， 基本确立了浙江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目

标， 以及服务业营商环境向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方向进一步优化的具体要求。 为了有效

应对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等 １４ 个部门联合印发 《浙江省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

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意见》 《关于金融助力外贸稳增长的若干意见》 以及新修订的 《中国 （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 等文件， 浙江省内各地区也相继发布相关指导文件， 如 《杭州市加快服务贸易

发展资金扶持政策》 《宁波市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等， 通过多元化渠道保障服务贸易的

有序恢复、 加速复苏和稳定发展。
然而， 有关地方部门协调和统筹规划仍然普遍面临实施口径不统一、 管理缺位、 贯彻落实不精准

等现实矛盾。 一是服务贸易相关政策扶持深度有待提升。 专门扶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不高， 部分财税支持政策审批前置条件过多、 手续繁琐、 申请时间成本过高， 成为政策扶持

力度无法在具体领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重要因素。 二是服务贸易有关政策扶持的精确度低。 政府、 企

业间的 “数据孤岛”、 尚待疏通的信息数据传输梗阻现象、 数字贸易统计标准和监测设施发展不足等

现实问题， 导致数据共享、 比照和实时共享面临巨大困难， 浙江省各地服务贸易统计数据遗漏、 缺失

和发布滞后等现象依旧存在， 极大影响浙江省服务贸易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

四、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实施路径

依托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深刻赋能我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 实现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领域纵

向与横向维度的充分拓展， 实现区域、 城乡间更高效、 合理的 “均衡” 发展， 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

要战略定位和关键发展方向。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增长优化、 创新驱动和人力资本效应， 强化

服务贸易缩小区域、 城乡间物质和精神财富层面发展差距的积极作用， 弱化甚至消除服务业对外开放

可能导致的区域、 城乡间发展不平衡， 以及服务业低端锁定等问题。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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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坚持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优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圈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例如， 浙江省通过服务业的转型升

级， 加快省域内各地区服务业产业基础的强化和提升， 缩小各地服务业发展差距， 夯实我国服务贸易

发展的产业基础， 进一步优化全省的服务贸易产业生态圈。
一是积极培育培植强大、 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 一方面， 依托跨境电商、 数字会展等新业态和互

联网、 ５Ｇ、 云技术、 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 打造规模庞大的掌握自主品牌、 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营销

渠道的优秀先进企业， 形成多层次市场主体竞相发展的新格局； 另一方面， 针对劳动就业和满足基本

民生主要贡献者的中小微服务企业， 政府要给予帮扶和特殊时期的纾困， 通过改善企业投融资条件、
提供劳动力培训、 实施精准有效的税费优惠和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等， 提升中小微服务企业市场竞争

力， 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和活力。 二是加强浙江省服务业创新变革， 积极促进全省各地服务

业发展的数字化、 智能化和高端化， 牢牢把握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 大力扶持服务业领域的全新业

态， 提高全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减少低效高耗供给， 为服务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推动浙江省服务业同各类产业， 以及全社会生产链条各环节的有机融合， 加强服务业发展和对外

开放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深度。

（二） 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 精准定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路径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服务业领

域的高质量、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当前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力军。 因此， 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

提下，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较发达的产业基础优势，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坚定不移、 积极

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 把握好服务业开放的重点领域， 高度重视开放相对落后的地区， 进一步调整、
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筑造更加开放、 透明、 包容、 非歧视的服务业领域国际合作环境。

坚持地方特色、 合理地错位发展和精准定位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具体路

径。 以浙江省为例， 在坚持全省发展一盘棋的前提下， 着眼全省各地的服务贸易发展基础和特色优

势， 精准谋划不同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定位。 充分运用杭州市数字贸易的引领地位， 舟山市沿海资源

的显著优势， 以及丽水市生态城市的独特定位等， 做大做强各地区相对优势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 形

成各地合力以积极推动全省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和数字贸易先行先试， 切实维护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

发展势头， 真正实现好各地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美好追求， 深刻发挥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对浙

江省共同富裕建设实践的赋能效应。

（三） 重视强化数字化转型赋智赋能， 加快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全方位、 多层次、 高水平渗透融入服务贸易领域， 数字化深度赋能服务贸易标的、
工具和方式的创新变革， 加快实现服务贸易的转型变革和优化升级。 这一进程不仅推动了服务贸易领

域的数字化转型， 同时也为我国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这种动力对于加速国际服务

贸易领域供需双侧的优化和匹配， 全方位降低国际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 扩大国际贸易的效益空间，
以及催生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 需深刻把握 “数
字化” 的数字技术和应用的革命性突破， 围绕数字化赋能浙江省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

制效应， 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社会实现的有效路径。
一是以数字化加速国际服务贸易供需双侧的相互匹配和转型升级， 发挥数字技术畅通服务贸易供

需两侧信息数据的传输渠道， 以及有效打破供需两端信息壁垒的作用， 加快释放消费端巨大潜能， 有

效激发服务消费需求快速扩张和升级， 形成最高效、 最适配、 最大效益生产要素组合。 二是以数字化

·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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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国际服务贸易的传统成本， 借助于服务贸易产品、 工具和途径的数字化创新变革， 能够有效降低

服务贸易营销、 谈判磋商、 交付、 运输等环节的成本支出， 从 “量” 上有效扩大服务贸易主体的效益

空间。 三是以数字化催生服务贸易领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 在巩固运输、 建筑、 加工服务等劳动密集

型服务贸易稳步扩大的同时， 提高旅行、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等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优势， 推进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延伸， 加快服务业要素资源的高效、 精准和优化配置， 缩

短过剩落后产能淘汰的反应时间， 从而全面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四） 强化服务贸易赋能共同富裕理论研究， 动态完善顶层制度和政策设计

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和服务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如何有效赋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伟大实践的题中之义。 围绕这一重大议题所形成的中国学术体系为服

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赋能浙江省， 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建设， 提供顶层设计和政策法规的参考

依据和理论支撑。
目前， 有关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如何赋能我国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一是服务业开放和

服务贸易 “高质量” 或 “高水平” 发展的概念框架和衡量标准， 以及 “高质量” 服务业开放和服务

贸易如何有效赋能均衡性、 包容性增长， 尚未形成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中国版本” 理论构架和研究体

系； 二是如何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区域性试点经验基础上， 提炼归纳出能够推

广至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政策建议和实施路径， 也是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 因此， 应当加强高等院

校、 智库研究院、 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间的合作研究， 加强对上述领域的深入研究， 并构建符合我国

具体国情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分析范式和政策工具， 切实优化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发

领域相关政策落实的精度和深度， 实现服务业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对共同富裕建设的高效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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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ｋ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ｌｙ
ｍａｎｎｅｒ．

（７）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ｄｏｎｇ， Ｗｕ Ｆａｎ， Ｍａ Ｑｉｎｇｂ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ｓｐａｎ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ｅ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ｏｆ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ｕｌ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ｎ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ｐｅ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８）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Ｔａｋ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Ｘｉａ Ｊｉｅｃｈ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ｕｅｙｉｎｇ， Ｌｉ Ｌｕａｎｈａ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ｋｅｙ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ｉｎｄｏｗ ｆｏｒ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ｖ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３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ｇｉｖｅｓ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９）Ｔｈｅ ｍａｉｎ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ｋｕｉ， Ｌｉｎ Ｙｕｆｅ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ａｗ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ｔ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ｙｌ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Ｐ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ｘｉｃｏ⁃Ｃａｎａｄ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ＵＳＭＣ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ｙｌ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ｂｅｅｎ ａｇｒｅｅｄ，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ｅ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０） Ｉｄｅａ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Ｌｕ Ｘｉｎｈ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ｅｅｋ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ａｋｅ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ｉｎ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ｎ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ｐ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１１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ａｌ⁃ｒｉ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Ｊｉｎ⁃Ｍｅ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ｒｅ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ｃｏａｌ⁃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 ｆｉｒｓ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ｉｎ⁃
Ｍｅ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ｉｇ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ｙ ｆａｃ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ｉ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 ｍａ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ｏ “ ｍａ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 ｗｉｎｄ， ｓｏｌａｒ，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Ｅｄｉｔｏｒ：Ｙａｎｇ Ｙｕ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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